
社会建设视角下
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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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组织可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切实发挥作用，而实际效果如何取决于

情境性因素。通过讨论社会组织和社区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提出情境合法性这一

概念，并以此为中心探究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一些特征。所谓情境合法

性，是指享有总体合法性的社会组织在开展具体的项目时需要获取来自服务对象和

基层精英的认可与支持。享有较高声誉的社会组织，往往比较容易获得项目支持，

并与社区权力精英建立合作关系，甚至取得初步的绩效成果。但是，组织声誉并不

一定有利于情境合法性的维系。高度的组织声誉一方面有可能提高服务对象的预

期，约束组织的策略选择，使其绩效表现难以满足服务对象，进而失去他们的认可

与支持；另一方面，高度的声誉使社会组织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拥有相当的自主性和

议价能力，但当这些优势发挥到超过社区权力精英能够容忍的程度时，权力关系将

会恶化，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逐渐流失。失去服务对象和社区权力精英的认可与

支持，社会组织的项目无法持续，相应的社会建设也就难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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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内容，是社
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社会建设更是被置于一
个新的历史高度。② 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对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社会建设
重要组成部分的社区治理，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社会组织在这一实践中的地位，即
“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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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课题项目 “农村环保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１５１０９２）和 “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第二批 ‘百层次’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
杨宜勇、黄燕芬：《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建设的新思路、新成就》，《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６期。
吴忠民：《积极推进新时代条件下的社会建设》，《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因社会建设之需，社会组织的数量不断增长。① 国家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旨

在通过它们的参与，促进社会建设。但要在社会建设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社会组
织必须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二是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在现有文献

中，学者对社会组织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 “国家—社会”关系，② 即

第一对关系。而且，受西方已有研究路径的影响，大多学者倾向于将社会组织构成
的共同体视为 “社会”。这一窄化 “社会”内涵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因为 “社会”内

部活跃着多元的主体。在本研究中，我们主张更宽泛地看待 “社会”，或者说还 “社
会”以本来的意涵。社会组织应被视为 “社会”的一部分，而不应由它代表 “社

会”。“社会”包括了其他主体。比如，对基层社区而言， “社会”至少包括普通民

众、基层精英以及由内生性组织所组成的 “社会”，而这一社会是有别于已有研究中
讨论的由市民社会组织所构成的 “社会”。为便于分析，本文将前者称为 “社会组织

社会”，将后者称为 “民间社会”。

作为窄化 “社会”的一个结果，现有研究对社会组织与 “民间社会”之间的关
系研究甚少。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通过探讨一个社会组织参与汶川地震后的灾

后重建实践，关注社会组织在项目过程中与社区中的民众、精英和内生性组织之间
的互动，从而管窥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处境。这个案例研究说明，社会组

织要开展和维系社区项目，推动社会建设，至关重要的是要建立并维持具体项目环

境下的合法性，即情境合法性。所谓情境合法性，是指已经享有总体合法性的社会
组织，在开展新的项目过程中需要争取到具体情境中的服务对象的认可与支持。从

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情境合法性主要关涉基层社会对社会组织的评估，即 “民间社

会”对社会组织的评价。提出情境合法性的概念，在于强调社会项目承受者视角的
重要性。③这对将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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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２０１７年底，中国社会组织的总数量已突破８０万。参见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
报告 （２０１８）〉———２０１７中国社会组织总数量突破８０万个》，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２日，ｈｔｔｐ：／／

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８／０６２２／ｃ１９０９７０－３００７５８９０．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２日。
如邓燕华、阮横俯：《农村银色力量何以可能？———以浙江老年协会为例》，《社会学研
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江华、张建民、周莹：《利益契合：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
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姚华：《ＮＧＯ与政府合作中的自主性
何以可能？———以上海ＹＭＣＡ为个案》，《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管兵：《城市
政府结构与社会组织发育》，《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王诗宗、宋程成：《独立抑
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黄晓春：《当
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９期；黄晓春：《中国
社会组织成长条件的再思考———一个总体性理论视角》，《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参见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 “项目进村”案例的
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一、情境合法性：概念与影响因素

“合法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既可以被用来讨论社会

的秩序与规范，也可以用来理解国家的统治类型与政治秩序。① 相比较而言，组织
社会学在更狭义的意义上界定合法性。萨奇曼认为，组织合法性是 “在由规范、价

值、信仰和规定组成的社会性建构系统下，人们对一个实体的活动是否合意、恰当

或合适的总体性感知或预设”。② 斯科特认为，从制度的视角来看，“合法性不是被
处理和交换的商品，而是反映一种与相关规定、法律或规范价值相一致的状态，或

者体现与文化—认知框架之间的契合。”③

合法性对组织十分重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合法性机制可以规范组织

行为。一旦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就会
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组织行为。④ 换言之，无形的观念可以塑造有形的组

织。⑤ 另一方面，组织追求合法性，不能仅仅被视为趋同或被迫，而应同时看到合

法性是组织获得其他资源的基础。⑥ 正因为合法性同时作为压力和资源，社会组织
才有动力通过各种策略，去获取、维持和修复合法性。⑦

在组织社会学中，合法性有多种分类。萨奇曼将组织合法性分为实用合法性、

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⑧ 达辛等将商业组织的合法性分为社会合法性、关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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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Ｍａｒｋ　Ｃ．Ｓｕｃｈｍａｎ，“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０，ｎｏ．３，１９９５，ｐｐ．５７１－６１０．
Ｗ．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ｏｔ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ｄｅａ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Ｓａｇｅ，２０１４，ｐ．７２．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４—７５页。
曹正汉：《无形的观念如何塑造有形的组织：对组织社会学新制度学派的一个回顾》，
《社会》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Ｗ．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ｏｔ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ｄｅａ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ｐ．
７２；Ｂｌａｋｅ　Ｅ．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　Ｗ．Ｇｉｂｂｓ，“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Ｅｄｇ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１，ｎｏ．２，１９９０，ｐｐ．１７７－１９４．
参 见 Ｍａｒｋ　Ｃ．Ｓｕｃｈｍａｎ，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ｐｐ．５７１－６１０；Ｍ．Ｔｉｎａ　Ｄａｃｉ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Ｏ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Ｊｅａｎ－Ｐａｕｌ　Ｒｏｙ，“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２８，ｎｏ．２，２００７，ｐｐ．１６９－１８７．
Ｍａｒｋ　Ｃ．Ｓｕｃｈｍａｎ，“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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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投资合法性、市场合法性和联盟合法性。① 斯科特的分类被广为采纳。他将
组织的合法性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三种。其中，规制合法性

取决于组织的建立和运作是否符合法律或准法律的规定。规范合法性体现在组织的

道德责任上，而道德的要求有时可能会与法律的规定相抵触。认知合法性来源于公

众，取决于组织是否与被认为的理所当然的状态相一致，体现的是组织被认识、理
解和接受的程度。②

高丙中根据中国的国情，将社会团体的合法性区分为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他认为有些社团只获得有限的合法性，而有些社团取得

了比较充分的合法性。中国社团组织者的生存智慧应是 “利用局部的合法性得以兴
起，谋求充分的合法性以利发展”。③ 管兵和岳经纶将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分为外部合

法性和内部合法性，并指出这两类合法性共同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行动能力和生死存

亡。所谓外部合法性，是指外界 （特别是国家）赋予社会组织对特定群体集体利益

的代表性的认可；而内部合法性是指社会群体对社会组织代表其利益的授权。相比，

社会组织的内部合法性更为重要。④

这些分类，都看到了社会事实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组织合法性的多重

面向。但是，已有研究对不同 “社会”之间以及地理区域之间的区隔关注不够。特

别是，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社会组织在一个新的项目环境中往往需要重获合法性这一

事实。如果我们把正式社会组织在一般意义上所具有的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
认知合法性称为这个组织的总体合法性，那么享有总体合法性的社会组织到一个具

体社区情境中开展项目，需要将总体合法性转为这个情境中的合法性，以利于项目

的顺利开展，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组织普遍比较弱小，一些较早成立的

组织，因为有着先行者的优势，虽然名声很大，但组织能力却往往不高，社会上其
他部门和基层政府对其认识也很有限，它的影响难以超越 “社会组织社会”。因而，

社会组织的总体合法性不会自然地传递到所欲开展项目的社区。另一方面，由于相

关规定，中国社会组织一般是扎根于一定区域内的，因而影响也局限在相应的区域

之中。一些实力相对强大的社会组织承接了跨区域的项目，甚至跨省项目，但由于
地方的区域经济与政治的差异，这些社会组织事实上也需要通过努力才能获得并维

持地方精英与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组织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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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是有界限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组织在同类组织圈里拥有合法性，并不说

明它在其直接服务的社区里享有合法性；一个组织在某地具有合法性，也不意味着

它在其他地区拥有合法性。正因为存在 “社会组织社会”与 “民间社会”之间的区

隔，以及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提出 “情境合法性”这一

新的概念。在本研究中，我们把这个概念界定为：一个已经享有总体合法性的社会

组织在具体项目情境中被服务对象和社区权力精英接受和认可的程度。

根据概念界定，情境合法性首先包括了特定项目对象对社会组织及其服务的认

可和支持。在已有研究中，项目对象 （即民众）可以说是 “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得

到应有的关注，这与学者更关注项目获得而较少关注项目开展有关，也与现有研究

主要关注社会组织所组成的 “社会”有关。在已有的有关绩效评估的研究中，项目

所服务的民众也只是一个抽象的 “客体”，研究者较少真正反映他们的声音。情境合

法性这一概念强调民众的认可与支持对社会项目开展的意义，对 “社会组织社会”

之外的 “社会”给予足够的关注。

民众对社会组织及其项目的认可与支持的程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我们很自然

地联想到这一维度的情境合法性来源同项目的进程与结果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组织的绩效表现，包括过程成绩和最终成果。赵鼎新指出，绩

效合法性在中国历史和当代政治中都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① 对于开展长期社区

项目的社会组织来说，绩效表现也是它们在特定的情境下获得合法性的途径。在中

国当前的环境下，到一个地方开展社会项目的组织，它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地方传统，

而更多基于社会组织与当地之间的共同利益。②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否认可并支

持一个社会组织及其项目，通常根据的是比较务实的、看得见的绩效表现。一般而

言，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绩效表现越好，越

能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可与支持。

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可与支持固然重要，但对社会组织顺利、持续地开展项目来

说却是不够的，社会组织还必须获得社区权力精英的接纳。一个社区中的权力精英，

如村委会主任，虽然不隶属于正式的国家机构，但却是国家权力运作的代理人。这

些权力精英对社会组织的认可及其对项目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当前很多社

会组织开展项目，是通过联系上级政府然后进入到一个社区的，社会组织与当地权

力精英的关系基础往往十分薄弱。因而，社会组织需要通过精心经营，获得并维持

社区权力精英的支持。要达到这一目标，社会组织的工作者必须看到，社区权力精

英除了作为社区的 “当家人”外，他们还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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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可能是出于维护村庄整体利益的考虑，但也可能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力与
利益。因而，社会组织在项目实践过程中要理顺各种关系，才能获得社区权力精英
的认可与支持。否则，社会组织的项目难以顺利而持续地开展，以此为基础的社会
建设也无从实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与通过正式程序获得的合法性不同，情境合法性反映的
是一个具体环境中的社会关系的属性。也就是说，社会组织的合法性要通过与具体
环境中的人建立关系后才能确立。而一个社区环境中的人大致可以分为普通民众和
社区精英。社会组织要与普通民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最有效的途径是自身的绩效表
现；而要与社区精英建立合作关系，则需要一个制度框架，以保证权力的平衡和利
益的共赢。社会组织只有得到了项目对象及社区精英的认可和支持，即拥有较高的
情境合法性，它所主持的社区项目才有可能得以顺利而持续地开展。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更有可能获得情境合法性呢？情境合法性的维持又受
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根据组织社会学已有的研究，我们可以想到组织声誉可能是个
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声誉反映的是一个组织的综合素质，可以较为可信地发出有
关组织属性的信号。声誉是指组织在总体上是否具有广为人知的、为人所喜欢的属
性。① 声誉与合法性是两个紧密相关又互有区别的概念。对组织而言，合法性是更
为基础的，是组织的生命线。组织必须满足一些被认为 “理所当然”的要求，才能
生存下去。而声誉对组织来说，是更高的要求，是其区别于和更优于同类组织的属
性。② 可以说，声誉是合法性的延伸。③ 但是，之于情境合法性，组织的声誉又是
发生在前的。也就是说，享有声誉的社会组织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开展项目，也需要
建立和维系新的情境合法性。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环境下，民众及基层政府对社会
组织的认识十分有限。在社会组织与其服务对象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而良好的组织声誉就是信息，④ 可以帮助社会组织在具体工作情境中发出有关自身
良好属性的信号，从而助其获得相关支持与资助，建立和谐的关系网络，实现初步
的绩效成果，进而建立情境合法性。因而可以说，声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情
境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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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组织声誉是否一定有利于情境合法性的维系进而有利于项目的持续开展？

不尽然。声誉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组织身份塑造的过程，是组织成员认同某种行

为模式的过程。如果一个组织由其声誉维持所驱动的行动模式与其服务对象惯常的

行事逻辑之间存在差距，甚至相互冲突，那么社会组织很难获得令其服务对象满意

的绩效。而且，如果一个社会组织之前已享有良好的声誉，那么当前的服务对象对

其往往抱更高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组织即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难以获

得应有的绩效评估。如果绩效评估持续不佳，那么社会组织凭借良好声誉所建立起

来的情境合法性将会逐渐流失。① 因而，社会组织在维系情境合法性上，既可能受

益于过往的声誉，也可能为自己的声誉所累。

声誉对于社会组织获得具体情境中的权力精英的认可与支持的作用也可能是双

向的。社会组织在开展项目时，主要与地方政府打交道，因而同地方治理网络中的

权力精英建立并维持友好互利的关系至关重要。良好的组织声誉在项目之初通常可

以起到沟通媒介的作用。国内的社会组织大多弱小，因而很难进入一个社区开展项

目。那些发展到一定程度并获得良好声誉的组织，更有可能得到基层权力精英的重

视与支持。但是，社会组织拥有较高的声誉，往往说明该组织的实力较强，身份认

同较清晰，行动模式更确定。换言之，这样的社会组织拥有更高的自主性和更强的

议价能力。然而，这些优势如果发挥到超出地方权力精英能够容忍的程度，可能会

令他们感到权力遭到了挑战，利益受到了损害，进而使他们逐渐从支持走向反对。

而没有了基层权力精英的支持，社会组织将陷入困境，甚至丧失情境合法性，以致

社区项目难以持续开展。

笔者通过一个享有总体合法性的社会组织在具体项目过程中的遭遇，探讨组织

声誉如何通过绩效表现和社区关系互动而作用于情境合法性，并最终影响了一个长

期社区项目的维系。

二、个案与材料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八级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Ａ市临近汶川，北面的几个乡镇当时也成了重灾区，而Ｂ镇是其中之

一。Ｂ镇幅员７４平方公里，约有３万人口，下辖１８个行政村，其中有本文研究的

案例平村。平村地处龙门山中，环境优美，民风朴实，用北京Ｐ组织负责人Ｙ的话

说，这个地方 “较少受到城市文明的 ‘污染’”。

自然灾害在造成一方苦难之时，却为社会组织的参与和介入提供了机遇。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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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统计，汶川地震后，全国几乎所有的ＮＧＯ都行动起来了，在四川一线开展救灾
工作的社会组织超过３００个，参与工作的志愿者达３００万。因此，有人把２００８年称
为中国志愿行动的元年。① 北京Ｐ组织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到平村支持灾后
社区重建，开展 “睦乐家园”② 项目。

Ｐ组织在平村实施了系统的社区建设项目，集建造生态民居、发展生态经济、

动员村民参与、实施环境管理等于一体。Ｐ组织获得了基金会和政府部门的支持，

于２００８年８月中旬顺利进入平村。可以说，在项目早期，Ｐ组织在平村享有很高的
合法性，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村民的热情支持。但是，后来由于绩效不佳，与村干部
多有冲突，Ｐ组织很快在平村失去了认可，由Ｐ组织支持成立的村庄社会组织———

生态协会最后因没能通过２０１２年的年检而不了了之。２０１３年的年底，Ｐ组织不得
不撤出平村，提前结束了原定１５年的社区建设计划。

本研究以Ｐ组织参与平村灾后社区重建的实践为个案，研究社会组织在社会建
设过程中如何建立并维系情境合法性。之所以选择个案研究方法，是因为该方法很
适于探索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特别是，全面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概念尚未十分明确
的现象，其所能达到的深度往往是问卷调查和实验方法所无法企及的。我们可以看
到，当前被广为接受的社会学概念，大多是在深入的个案研究过程中提出的。本研究
旨在提出原创性概念，因此采用了个案研究方法。之所以选择平村社区实验，主要因
为该社会建设实践历时五年之久，且平村人在这段时间里对Ｐ组织的认知与评价可以
较为清晰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在项目的前期，平村民众及社区精英热情支持Ｐ组织，

积极配合它的工作；但在后期，Ｐ组织基本失去了社区的支持与认可。这两个较为清
晰的阶段给我们提供了个案内比较研究的契机。在社会科学中，个案内比较研究是比
较个案研究的一个特例。相比其他类型的比较个案研究，个案内比较研究往往被认为
是更为理想的研究设计，因为当我们将一个个案的两个阶段加以比较时，很多变量在
一定程度得到了控制，这有助于识别我们所关心的变量间的因果机制。

为了更全面地搜集数据，我们在２０１３年５月和２０１６年８月两次到平村从事田
野调查。研究对象包括Ｐ组织工作人员、村两委干部、镇干部、生态协会领导以及
普通村民。有些被访者因为比较了解情况，我们对其进行了二次采访。最后，我们
共获得４６个访谈。③ 另外我们还搜集档案资料，一部分为媒体的报道，另一部分是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从Ｐ组织、生态协会以及村两委处获得的有关社区建设的协议、

项目计划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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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声誉、绩效表现与情境合法性

服务对象的认可与支持是社会组织情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中国，普通民众
大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非常疏远，前者对后者的认识也十分有限，连接二者的
媒介是社会项目。社会组织要获得其服务对象的认可与支持，需要通过开展社会项
目取得实际的工作成绩，即要有好的绩效表现。声誉作为组织的重要资源，有利于
社会组织获得初始的绩效成果，助其建立情境合法性。然而，声誉是把双刃剑。它
的负功能包括：一方面，良好的声誉有可能抬高服务对象的预期，使社会组织难以
得到与其绩效表现相应的评价；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有可能为了维护长期积累起来
的声誉而采取暂时无法被其服务对象接受或与时下流行的模式不甚相称的行动，从
而影响绩效表现。

首先，通过对Ｐ组织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到，良好的声誉有利于社会组织获得外
部的支持与资助。Ｐ组织成立于１９９６年，是中国最早的环保组织之一。长期以来，

Ｐ组织作为环保界的先行者，开展了很多绿色公益项目，推动并促成了一些有影响
力的动议。组织负责人Ｙ也因为她的各种实践得到了很多社会认可，被授予各种荣
誉，其中包括一些国际大奖。可以说，Ｐ组织在中国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环保

ＮＧＯ，而Ｙ则是中国环保公益界的风云人物。这些荣誉，使Ｐ组织在同类群体中脱
颖而出，提高了获得相关资助的可能。Ｐ组织负责人Ｙ在２００８年７月８日第一次考
察平村，一回到北京就着手申请灾后重建项目，７月１５日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下
文简称 “红基会”）提交了材料，项目方案在８月６日即获通过，８月１３日Ｐ组织
就与 “红基会”签订了正式的合同。在平村支书Ｊ看来，Ｐ组织能迅速获得资助，

是 “名人光环”下的 “超常规进展”。①

其次，良好的声誉有利于社会组织获得当地的支持与资助。② 地震前，平村

２００多户人家稀稀落落地点缀在平均海拔１１００米的高山上。从Ｂ镇到村里没有水泥
路，只有一条坑洼狭窄的山路，运货要靠人背骡驮，交通往来十分不便。村里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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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Ｐ组织能顺利获得 “红基会”的资助，还与其系统的项目计划有很大的关系。Ｐ组
织当时提出的社区重建计划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贯穿六个方面的建设：
（１）建造乡村生态民居；（２）发展乡村生态经济；（３）修复乡村精神家园；（４）完善村民参
与机制；（５）建立乡村保健诊所；（６）实施乡村环境管理。参见Ｐ组织内部文档。
“进场”对开展社区项目的社会组织而言，往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根据一些研究显
示，不少ＮＧＯ得以入场，靠的是组织成员与地方官员之间的私人关系或其他社会网
络，往往缺乏正式制度的规范和保障。参见郭占峰： 《被动性 “入场”与依附性 “运
作”：对一个国际ＮＧＯ在中国工作过程的社会学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
第１期；孙飞宇、储卉娟、张闫龙： 《生产 “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以一
个ＮＧＯ的扶贫困境为例》，《社会》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直企盼有条柏油路，汽车可以直通进来。他们的这一愿望，直到Ｐ组织来平村开展

项目后才得以实现。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Ａ市市长到平村视察，看到作为著名社会

活动家的Ｐ组织负责人Ｙ与村民一起修路，很是触动，当即承诺由政府出资铺路。

最后，Ａ市政府投入三百多万，由交通局主持修了一条水泥路，从集镇中心直通到

平村。我们采访的所有村民，包括那些对Ｐ组织有着诸多不满的村干部，大多都肯

定Ｙ在促成政府修路上的功劳。

可以说，Ｐ组织在平村开展社区重建项目，很快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村民的生

活有了一定的改善。首先，从集镇到村里的路修起来后，村民可以坐车下山赶集，

生活便利了许多。其次，由于Ｐ组织的宣传，沿路设置了分类垃圾箱，环保和卫生

的观念影响了村民，村庄的环境干净了。另外，通过政府补贴、“红基会”资助和个

人自筹等形式，村民修起来的木结构房子，与周围的青山相映成趣，赏心悦目。我

们所采访的二十几户村民大多还承认，Ｐ组织来开展社区建设后，他们的村子才为

外界所知，而 “以前没有宣传，哪个知道有个平村”？所以，Ｐ组织在早期得到了民

众的认可，村民不论老小，都亲切地喊组织负责人Ｙ为 “孃孃”；有的村民说，家

里做有好吃的，都会叫上Ｐ组织的工作人员一起分享。甚至，村民为了更好地支持

Ｐ组织在平村开展 “睦乐家园”建设，曾多次自发组织起来，反对附近开采石灰矿

的某企业 （尽管平村有不少村民在那里工作）。可见，在项目早期，Ｐ组织得到了村

民的认可与支持。

然而，好景不长。２０１３年５月，我们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几乎所有村民对Ｐ组

织及其负责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埋怨。有的说他们来了这么多年，村里 “没有啥变

化，就只看见路修通了，房子修起来了”，“现在说起 ‘睦乐家园’都在撇嘴巴”。有

人甚至还否定Ｐ组织铺路修房的功劳： “五年了，没有一点成果，就修了点房子，

这还是人家捐的钱。”村民对Ｐ组织工作绩效的不满，最终影响了他们对负责人Ｙ
的态度：“刚过来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她，现在整得都不喜欢她了”。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情况呢？

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Ｐ组织虽然在平村取得了一定的绩效，但因为它是

著名的ＮＧＯ，村民对其抱有很高的期待。所以，村民对Ｐ组织的评估，主要是以

该组织向他们提供的发展蓝图为参照的。① 在Ｐ组织工作人员Ｌ看来，平村人后来

的埋怨，主要因为 “当初Ｙ老师在这边的时候，承诺得很多，把饼画得很大，后来

实施的情况并没有那么如意”。２００８年地震之后，平村灾后重建有三种模式：统规

统建、统规自建和原址重建。统规统建可以让住在山上的村民落户Ｂ镇，且农民自

己几乎不用额外掏钱买房。而原址重建，政府的资助力度最小，灾民的自筹比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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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往往高于实际能达到的目标，不少还是 “无法
完成的任务”。



高。据村里的会计Ｑ说，当时 “山上的人就想搬下去，不想在山上住。山上交通不

好，雾气也大，下雨的时候很不方便。统规统建，一分钱不出，房子修好了进去住

就是了”。Ｐ组织的到来改变了很多村民的计划。当时组织负责人Ｙ带着资助，向

平村人展示了 “睦乐家园”宏大的发展目标，即要建立 “以生态文明为主旨、以生

态产业为内涵的可持续乡村产业发展模式”。这个产业包括五方面：（１）“耕”：建立

有机农业基地，发展生态农业；（２） “读”：开办国学和乡建学堂，发展教育产业；

（３）“游”：引导乡村旅游和乡野时尚，发展旅游产业；（４）“艺”：制作手绢和多种

手工工艺，发展创意手工业；（５）“养”：推广养病养老养生的中医文化，发展养生

产业。这样的愿景，的确吸引了一些村民主动选择原址重建，加入 “睦乐家园”计

划。但据不少被访者反映，大多村民一直想到镇上参加统规统建，他们中很多人是

被当时的村干部与Ｐ组织的负责人Ｙ “劝回来的”，① 有些村民的安居志愿被直接改

成原址重建。最终，平村有９７户人家留了下来，加入 “睦乐家园”项目。除政府的

补贴外，他们额外从 “红基会”获得人均４８５０元资助，但大多村民建房还需要自己

垫付不少钱。资金不足的村民，有的是向亲朋好友借，有的向银行贷款。在这种情

况下，加入 “睦乐家园”的村民对Ｐ组织的期望很大。然而，希望越大，失望也可

能越大。

其次，Ｐ组织后期没有获得良好的绩效评价，主要还因为它开展的子项目多以

失败告终。这主要又有两个原因，一是组织声誉驱动下的行动模式与当地情况并不

契合，二是声誉高的社会组织并不意味着组织能力很高。社会组织存在的合理性，

除了提供实际的服务，还有价值倡导的功能。自我定位为价值倡导型的ＮＧＯ，往往

认为社会上流行的消费模式和生产模式是有问题的，是需要改变的，而他们的使命

就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改变落后的社会观念。长期以来，Ｐ组织被视为中国著名的

价值倡导型环保组织，主张低碳原生态的生活方式。这一组织地位，使其在平村社

区建设中采取了与自己组织声誉一致的行动模式。比如，在有关 “游”的规划上，

Ｐ组织与村干部及村民有着相左的理念。村里人认为，如果要搞旅游，就要建立一

些旅游项目，否则城里人来，“没有看头”。但Ｐ组织项目负责人Ｋ认为：“Ｙ老师

是搞环保的，就是要自然文明，自然生态，不要人为地种些花啊树的……你来了，

是看我们的野菜，没施化肥，没用农药。我们这里是自然氧吧，空气就是最大的优

势。他要看花朵，城市里多得很。我们这里就是原生态。”Ｐ组织另一位工作人员

Ｗ说：“村民他不理解这个生态消费，他会觉得游客上来就需要各种娱乐设施，需

要卡拉ＯＫ，需要喝茶，需要钓鱼，村民可能就会这样想。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

·７５１·

社会建设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

① 经过村干部和Ｐ组织的宣传，村民当时普遍相信，留下来搞生态旅游，人均年收入至
少有５０００元。在他们看来，如果在旅游上能有这样的收入，另外又可以兼顾山林的管
理，留下来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中间有个市场区分。如果这些人是希望来消费这种东西，对不起，你不是我的客
户群体。”但令村民感到失望的是，平村的生态乡村旅游没有在Ｐ组织的带领下做

大做强。

Ｐ组织的行动理念与当地大多村民及村庄精英的差异 （甚至冲突）还体现在其

他方面。比如在计划的产业链——— “耕”这块，Ｐ组织主张栽种有机蔬菜，发展生

态养殖。但在平村绝大多数人看来，Ｐ组织的这一发展策略不切实际。村委会主任

Ｇ认为，他们村不适合发展有机蔬菜种植，因为平村在山上，土地拥有量小，土质

贫瘠，此外，这里气温偏低，很难发展大规模的种植业。他还认为，从传统的产业

直接发展到高端的有机产业，跨度太大。他觉得 “有机”对普通民众而言是个太
“高”的概念，是农业金字塔的顶端。就平村目前的条件，只能种植无公害的蔬菜。

他认为Ｐ组织的负责人过于理想主义，是 “坐飞机的人”，让他们 “在地上走”的

农民根本赶不上。又比如在建房时，Ｐ组织请来的工程师设计的生态民居，用敷上

石灰的竹篱作墙体，这的确可以减少木材使用量，体现环保的理念，但农民建房，

看重的是耐用。很多村民提醒Ｐ组织，竹夹板根本不合适，因为受潮后再晒太阳，

竹夹板就要开裂翘起。所以，绝大多数村民拒绝采纳设计师建议的材料，而改用实
木建筑墙体。由于是就地取材，他们建房的实际花费并不比 “环保民居”高多少。

结果只有书院、客栈等由Ｐ组织主持修建的公共建筑是按原方案，采用了设计师建

议的环保材料。２０１３年，我们在平村调查时看到，大部分公共建筑墙面上的石灰都

已脱落，有的墙还破了洞。用村民的话说，“用拇指都按得出洞来”。２０１６年我们再

次访问平村时，用环保材料修建的公共建筑变得更加破败。

Ｐ组织后期没有获得良好的绩效评价，还与其组织能力欠缺有关。在中国，社

会组织总体上比较弱小，所以有些组织虽然享有很高的声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

具有开展社区建设所需的组织能力。社会组织的能力主要体现在财力、人力和管理

上。从财力方面看，Ｐ组织因为能够获得很多项目的支持，经费相对充裕，在中国

算是实力很强的ＮＧＯ。但要主导一个系统性的社区建设，Ｐ组织所拥有的人力是不

够的，作为环保组织它事实上缺乏相应的管理经验。长期驻扎在平村的工作人员Ｌ
认为，虽然每个项目失败的原因略有不同，但归根到底还是机构的原因，“这个团队

不足以推动这个事情。”Ｐ组织在平村的项目负责人Ｋ也认为，“睦乐家园”最后没

有达到预期目标，“其实真正说起来，是Ｙ老师的组织能力还差得远”。Ｐ组织承包
了很多农民的土地，建立了有机蔬菜种植园，结果很多项目都失败了，工作人员 Ｗ
认为管理不善是主要原因，“种植是一批人，养护是一批人，可能销售又变成另外一

批人了”。

组织成员流动性大，这几乎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共同特征，而频繁的人员流

动最终会削弱社会组织的能力。Ｌ是Ｐ组织派往平村的工作人员，在平村驻扎

最久。他认为成员离开，有个人的原因，但机构的原因是主要的。他说：“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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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没有一个所谓的规划。”我们２０１３年去调查，

是在芦山地震后。当时Ｌ正准备离开，打算去另一个机构开展芦山灾后重建项
目。他说：“我的目标或使命，是要做环保和公益，做这些要通过项目来做，但
在这里都不是以常规的项目来运行，在这里，学习是可以的，但说到具体对未
来有什么帮助的话，对我个人来讲，就没有太大了……这里的工作，主要是在
做体力活，或者赶一些紧急的东西。没有所谓的管理，可能今天你正在做这个
事情，马上你又要做那个。”Ｌ承认，组织成员频繁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 “睦乐家园”的项目建设。

组织能力的缺乏还体现在经营上。作为环保组织，Ｐ组织主张在平村种有机蔬
菜，负责人Ｙ认为这是既环保又赚钱的行当：“有机白菜在北京可以卖到２６元一
斤，有机萝卜在成都卖到６元一斤，这就是生态农业的潜力。”但结果是，农民种出
来的有机菜 “卖不掉”，因为 “不好看，然后又有虫眼眼，到处都钻得稀巴烂，产量
又不高”，“人家不相信是有机的”。农民种的大白菜，Ｐ组织刚开始以较高的价格向
农民收购，但它自己也卖得不好，结果也没有能力消化。最后，村民只好把菜 “砍
了腌咸菜”，或任其 “烂在地里”。因此，这种 “公益＋农户”的管理模式在平村最
终失败了。Ｐ组织的工作人员 Ｗ反思：“如何将公益的公信力转化为市场的公信力，

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有很多资源需要去盘活，去对接。你作为一个公
益组织来说，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力不从心。”

因为组织能力欠缺、管理经验不足以及市场不成熟，Ｐ组织在平村开展的
大部分项目都失败了，旅游接待也并不红火，特别是随着公共建筑的老化，生
态旅游的收益就更差了。根据协议，“睦乐家园”成员总体和Ｐ组织共享产业收
益，按４９∶５１的比例分配。在五年时间里，Ｐ组织向村民分了两次钱：２０１０
年人均１８元，２０１１年每人分到５０元。而最初Ｐ组织似乎让村民相信，“搞旅
游，人均一年就会有５０００元”， “要不了三年就可以把 ‘睦乐家园’搞起来”。

面对实际得到的微薄收益，有的村民反问道：“这么多钱，是不是可以把人养活
呢？”村支书Ｊ更是讽刺地评价道：“我觉得这就是小孩子过家家。我小孩暑假
的时候搞一些社会实践，他出去售卖蝉茧、旧书，他的收益都不止这点钱。所
以我觉得它这个很儿戏。”

因为绩效不佳，Ｐ组织及其负责人逐渐失去了村民最初给予的认可。有村民说，
“村里十个有九个都说她不对”，认为Ｐ组织 “一会儿请这个专家来搞一下，一会儿
请那个专家来弄一下”，浪费钱；有的人觉得Ｐ组织 “搞的这些都有点宣传性质，

大家听了就完了”。甚至，不少人认为Ｐ组织是利用平村生态协会的名义到处揽项
目，“吃项目钱”。还有村民更 “残忍”地下了 “逐客令”：“反正你走就好，不走就
是在害我们”。在接受采访时，村支书Ｊ总结道： “它 （指Ｐ组织）作为一个ＮＧＯ
组织，它有它的理想和目标，但是它并不擅长于经营……我早就跟Ｙ老师说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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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退出这个经营。”①

四、组织声誉、权力关系与情境合法性

杜赞奇用 “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说明国家权力的运作及政权合法性的

维持需要社会文化网络中的地方精英的支持。② 而社会组织要在基层社会开展项目
（特别是长期的社区建设），也必须同地方权力精英建立和谐互利的关系，获得他们

的认可与支持。可以说，地方精英的支持，是社会组织情境合法性的另一重要来源。

反之，社会项目难以开展。

社会组织拥有的良好声誉，有利于它迅速地与基层社会建立关系，获得地方权

力精英的支持。根据相关报道，２００８年７月８日，Ｐ组织负责人Ｙ经朋友引荐来到

Ｂ镇，时任镇委书记的Ｚ十分热情，欣然应允Ｐ组织在其辖下的平村开展 “睦乐家

园”乡村建设实验。在一次采访中，这位镇委书记说自己是 “盼星星、盼月亮，终

于找到一个知心的”（指Ｐ组织负责人Ｙ）。对于他的反映，我们不难理解。因为山

区乡镇的一把手在ＧＤＰ竞争上往往处于劣势，他们很难通过改善经济指标去提高自

己的政绩，所以制度上或实践上的创新，则可能成为捷径。③ 因此，镇政府对Ｐ组

织的接纳与支持，一个主要原因是期待借助Ｐ组织的声誉及其创新项目为他们的政

绩增添 “亮点”。平村的精英人士，起初多因Ｐ组织的荣誉光环，对它抱有很高的

期待，积极参与到项目中，他们中不少还是生态协会的骨干。比如２０１３年时任村委

会主任的Ｇ在成为村干部之前是生态协会的秘书长，村会计Ｑ当时也是协会的积极

分子。可以说，在项目早期，Ｐ组织借助已有的声誉和初步的绩效，与基层精英保

持着比较融洽的关系。

但是，良好的关系是要维持的。因为Ｐ组织的声誉很高，负责人Ｙ在中国环保

界影响很大，所以在平村的社区建设过程中，Ｐ组织享有很大的自主性和议价能力。

但是，这些优势发挥到一定程度，却会影响它与村庄权力精英的良好关系。在五年

时间里，Ｐ组织与村干部冲突频繁，关系日趋紧张。最后，村庄精英利用他们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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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值得注意的是，Ｐ组织在平村的绩效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社会政策周期的影响。
汶川地震后，灾后重建工作的周期一般为三年，相应的资助和支持在期满后终止。依
靠这些资助开展工作的社会组织，随着资助的终止而陆续退场。Ｐ组织的绩效表现，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 “红基会”资助终止的影响。不过，事实上，民众抱怨更多的，是资
助期间各种项目的失败以及生态旅游愿景的落空。
参见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何艳玲、李妮：《为创新而竞争：一种新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武汉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方政治上的优势，将一时强势的Ｐ组织排挤出村。

享有很高声誉的Ｐ组织来到基层社会，拥有相当的行动自主性，但这影响了它

与地方权力精英的关系。因为平村乡村建设实验得到了上级政府的认可，项目经费

都是Ｐ组织申请来的 （尽管大多是以生态协会的名义），所以Ｐ组织在开展各子项

目时，往往没有与村两委充分沟通，后者感到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村支书Ｊ抱怨

说：“Ｙ老师搞任何东西，她不会主动和我们村里交流，不管是百草园、猕猴桃等项

目，没有一个和我们村支两委主动交流。都是后来我们发现Ｙ老师又在搞项目，就

去问她，她就说：‘啊，这个项目又不需要你们出钱，所以我们就召集了几个老百姓

试点一下。’但是，我跟Ｙ老师说，村里有村里的规矩，你搞一个项目，首先涉及

占地的问题，涉及老百姓今后经营风险的问题，等等。如果造成了后遗症、遗留问

题，到最后还是我们村里兜着。”村干部还不满Ｐ组织私自在平村举办活动，给他

们带来麻烦 （包括潜在的政治风险）。村支书Ｊ举了个例子：“去年 （２０１２）Ｙ老师

在平村举办了一个什么论坛，邀请全国的ＮＧＯ组织都来参加，这么大的事情，我

作为书记，我都不知道。平村我最具有知晓权，我不知道……最起码我认为，平村

人是主人，其他人都是客人，上去那么多客人，我这个主人还不清楚。作为一个主
人，你心里作何感想？我经常遇到这些尴尬的事情。”但Ｐ组织的工作人员Ｌ坚持

认为他们与村两委有不定期的交流，只是 “有沟通是一回事，是否进行了有效沟通

又是另外一回事”。

Ｐ组织因为享有很高的声誉，所以拥有很大的议价能力，使该组织成为 “睦乐

家园”项目的主要受益者，这样的利益格局令村庄权力精英十分不满。在项目实施

之初，Ｐ组织与生态协会及村委会签订了三方协议 （甲方是Ｐ组织，乙方是生态协

会，丙方是平村村委会），其中规定：“在睦乐家园产业中，甲方有规划、投资、主

导经营管理以及市场开发等投入；乙方有土地、劳力、部分经营管理等投入；据此，

甲乙双方在睦乐家园产业项目中的股份构成和利润分配比例为５１∶４９。甲方拿出

５１％中的３％成立 ‘睦乐家园公益福利基金’，专项用于帮扶乙方的公益事业，确保

乙方成为睦乐家园产业的受益主体。丙方不占有股份和参与分配，但丙方因其在睦

乐家园产业发展中的必要投入在经甲、乙方认可之后可提取一定的福利，用于平村

的公益事业。”可以看到，这个方案将村委会 （丙方）排除在分配框架之外，这在一

般的社会服务项目中十分少见，村干部对这样的安排自然不满。我们采访的五位村
干部都认为，Ｐ组织 “像个商业组织一样”，是在 “做生意”。村支书Ｊ抱怨道：“Ｙ
老师在三方协议签订过程中有盈利的东西，她是把它进行了一个股份制的操作。股

份制的操作在我看来也并不是不可以，但是股份的设置必须有充分的依据。比如说

我们的老百姓，这么多老百姓作为会员，整个村的资源、我们的气候、土地，等等，

这都是我们入股的东西，Ｙ老师她入股的是什么东西？第一是 ‘红基会’的资金，

另一个是她的理念。股份的配置是村民４９％，Ｐ组织５１％……这个股份的配置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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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第一，‘红基会’的资金是无偿的资金，帮助建设的资金，不能作为入股资金。

第二，你Ｐ组织的理论和理念，究竟能够值多少？毕竟你是非营利性的 ＮＧＯ，你

不应该盈利。”村干部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生态协会与Ｐ组织之间的权利分配，他们

不满的是，村两委作为基层权力组织却不在这个分配框架内。一个普通村民道出了

村干部与Ｐ组织之间的矛盾根源：“Ｙ老师在这边名也有利也有，她现在啥子都没

搞好。如果是Ｙ老师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们，然后他们搞起来，有脸面也有利益。这

是他们有矛盾的原因，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Ｐ组织享有很高的声誉，同时又熟悉社会组织运作的规则，认为村庄内部

组织应该保有自主性，因此长期以来坚持并能够将村干部排除在生态协会之外，这

也恶化了Ｐ组织同村干部的关系。虽然，Ｐ组织认为成立生态协会的目的是 “带动

村民自治，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但在村干部看来，生态协会的领导受控于Ｐ组

织，因为生态协会的干部囿于见识不多，没有能力成为一个独立的声音。正如生态

协会的法人代表Ｓ说：“协会本来就是个新鲜的东西，地震前，我们哪里听说过什么

环保呢？”村委Ｔ认为村里的人 （包括村干部和生产队队长），根本无法达到Ｐ组织

的要求而进入他们的圈子，并成为能影响决策的人。村支书Ｊ认为生态协会的干部
什么都不知道，甚至 “不知道哪些地方需要盖章”，最后干脆把协会的公章给了Ｐ
组织。他直言不讳：“在整个经营的过程中，是Ｐ组织做主的，他们没有培养生态

协会的老百姓出来进行管理，说难听一点，生态协会就是一个傀儡。会计是Ｐ组织

的，出纳是Ｐ组织的，所有的都是Ｐ组织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村两委究竟被放在

什么位置上？我肯定就不满意了。”可以看到，村干部认为Ｐ组织控制了生态协会，

削弱了他们在村庄中的权力，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为改变这种状况，村委会提出重组生态协会，把村干部推荐为协会领导，但一

直遭到Ｐ组织的拒绝。大学生村官Ｔ认为，“生态协会是个民间团体，就像合作社，

按照地域管理原则，应该归村两委管理”。但Ｐ组织是生态协会的 “娘家”，协会由

其倡议成立，就连注册金也由它垫付。所以，Ｐ组织希望协会独立于地方政府，不

希望村委会介入，因为他们认为 “村委会就是政府的一个尾巴”。Ｐ组织工作人员Ｋ
认为，如果村两委的人当了生态协会会长，把公共建筑的钥匙交给他们，“村民都没

有希望了”。她认为，协会的法人Ｓ虽然能力差点，但 “总不会乱来”。Ｐ组织负责

人Ｙ也曾明确地对村支书Ｊ说，生态协会可以换血，但 “村委会绝对不能介入生态
协会”。村两委认为Ｐ组织对村干部的排斥态度十分荒谬，声称村干部也是 “睦乐

家园”的成员和生态协会的会员，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村支书Ｊ在访谈中讽刺

道：“她一直没有搞懂村委会，她认为村委会就是政府的一级组织，我反复给她说那

是老百姓的自治组织。她说只要你们介入的事，就没有搞好的……我就告诉Ｙ老师

一句话，党旗插在了平村，就在党的领导之下。作为支部书记，在我的眼中没有特

区……不管是 ‘睦乐家园’也好，还是哪一个生产队也好，在我眼中，都是在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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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范围之内，我必须都要负责。”

改组不成，村干部就使用了最 “狠”的一招，利用自身在地方政治中的优势，

让生态协会陷入解组的风险，即便他们都认为生态协会是个很好的平台，可以用来

引进资源。于是，平村村委会在２０１２年７月７日向几个相关部门递交了报告，历数

生态协会的种种不足，如财务制度不完善、组织机构不健全、牵头实施的产业项目

多以失败告终、所占的公共建筑土地违法以及办事不与村委会商量，等等。这一报

告直接导致生态协会没有通过当年的年检。在Ｐ组织的工作人员看来，村干部有意

将未通过年检的消息宣传为协会已被民政部门注销。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村民大多
认为生态协会已不复存在，但他们对此持无所谓态度，有的甚至认为协会注销了好。

生态协会的法人代表Ｓ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做不懂的事情就不要做了……我

认为注销了比较好，注销了对会长这一层比较好。为啥子呢？我们还有更多的弄不

懂，比如说Ｐ组织引进什么项目，咋个整？人家的事情，我们咋个弄？”Ｐ组织的工

作人员让生态协会副会长Ｒ等人去民政局咨询数次，但均未果。Ｒ诉苦道：“我们

去问了一次、两次、三次，他不给我们证有什么办法？也没有给我们一个说法，究

竟该怎么办？Ａ市民政局不给证，政府这边该指导我们咋个完善？但是啥也没说，

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不可能去推动这个事。上次让我们写了报告，然后就没得后

文，是没写周到还是怎么？也没有说。”结果，年检的事情就一直这么悬着，生态协

会最后不了了之。

在生态协会是否注销之事尚未明朗时，村两委和Ｐ组织却已各有打算。在２０１３
年的访谈中，村委会主任Ｇ说他们计划在生态协会注销后建立一个和生态协会类似

的组织，负责对外联系和融资。① Ｐ组织毕竟是专业的ＮＧＯ，还未等生态协会被正

式注销，就在成都申请并注册了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试图用它代替生态协会。但村
委会主任Ｇ认为，这个新组织没有经过 “睦乐家园”成员的集体同意，因而它不能

等同于生态协会，在平村没有经营权。所以，在Ｐ组织后续的旅游接待过程中，村

干部制造了一些障碍。比如，２０１３年上半年，Ｐ组织因在平村养殖生态猪，有一次

组织会员到村里吃肉，结果他们的车被村民堵在山下，Ｇ告诉项目负责人Ｋ：“没办

法，这是上面说的，不能进村。”Ｋ给平村书记Ｊ打了电话，好说歹说，才让他们暂

时接待了已到山脚的客人。但最终，因为没有生态协会这个名义，Ｐ组织的对外接

待无法维系。副会长Ｒ说，“去年把证给我们收了，我们就没有接待，这里就少赚

了好几万”，因此２０１２年也没能给村民分红。２０１３年，他们更是惨淡维持，以致村
民认为项目负责人Ｋ “现在跟我们农民是一样的了，等于说各家各户了，自己整啥

子自己用。”到该年底，Ｐ组织最终撤离了平村，将所有公共建筑的钥匙交给村委

会，只留下一个办事点在平村，但没有派常驻工作人员。可见，与村庄权力精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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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恶化，最终导致了Ｐ组织在平村的１５年规划项目提前终结。

虽然Ｐ组织因村民和村干部的抱怨而离开了平村，但必须公允地看到，它给

当地带去了新理念，开阔了村民和干部的眼界。村支书Ｊ虽曾与Ｐ组织关系紧张，

但他也曾这么总结平村的社区实践：“‘睦乐家园’毕竟是一个社会企业介入灾后

重建的典型，并且也使用了 ‘红基会’的资金以及其他社会援助资金，来帮助这

里的老百姓搞重建。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且我们国家现在加强社会企业介入基

层组织，帮助基层组织建设，它有一定的意义。”曾在平村工作过的大学生村官也

评论道：“无论是Ｙ还是Ｐ组织，都为平村的灾后重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平村

实验）是一个灾后重建的样板，虽然说结果不是那么好，但是功不可没，值得去

研究其经验教训。Ｙ的理念是好的，只是没有适合其理念生根发芽的土壤而已。”

Ｐ组织的工作人员 Ｗ是乐观的，他相信： “对现在这里的村民，我们所传播的理

念已经扎根到心里去了，也许他们以前从来没意识到发展经济要保护生态，但是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哪怕我们不在这个地方了，它今后的发

展也会有我们的理念和影子在里面。我就觉得我们已经带来了这种改变了，这种

改变它是深层次的改变。”

结论与讨论

我们通过这一案例研究提出情境合法性概念，探讨社会组织与社区之间的互动

关系，分析声誉、绩效与社区关系对社会组织情境合法性的影响，并指出情境合法

性对社会组织项目的维系和社会建设的推进有着重要的作用。从Ｐ组织的项目实践

可以看到，社会组织拥有良好的声誉，更容易联系基层权力精英，获取外部的项目

资助，取得初步的绩效成果，进而建立情境合法性。但是，组织声誉并不一定有利

于情境合法性的维系。高度的组织声誉一方面有可能提高服务对象的预期，约束组
织的策略选择，使其绩效表现难以满足服务对象，进而失去他们的认可与支持；另

一方面，高度的声誉使社会组织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拥有相当的自主性和议价能力，

但当这些优势发挥到超过地方权力精英能够容忍的程度时，双方的关系将会恶化，

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会逐渐流失。失去服务对象和基层精英的认可与支持，社会

组织难以开展项目。可以说，Ｐ组织在平村逐渐失去情境合法性，最后不得不提前

终结长期的社会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被过去的成功所累：因为享有很高

的组织声誉，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往往有着精英思维，常常不够重视如何平等地与

社区主体互动。

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强调组织在项目过程中获得来自服务对象和基层精英的

认可与支持。之所以要提出这一概念，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以下三个现象：（１）

一些社会组织在总体层面上具备合法性，并在同行中享有声誉，但却不一定能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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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项目环境中的民众与精英所接受；（２）在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组织的总体合法

性和声誉不变，但在一个具体情境中的合法性却可能变化很大，如本文研究的Ｐ组

织，早期在平村享有很高的认可度，但最后几乎完全丧失了在村庄开展项目的合法

性；（３）一个社会组织在一地丧失了合法性，但不排除在其他地方获得认可与支持，

比如，Ｐ组织在平村失去了情境合法性后，该组织却以同样的理念在重庆、浙江和

山东等地获得了项目支持，在相应的社区里又分别建立起情境合法性。

以上现象同时也说明情境合法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情境合法性区别于

总体合法性，总体合法性必须经过一个过程，才能转化为具体情境中的合法性。与

总体合法性一般在组织声誉之前确立的情况不同，情境合法性往往是后于声誉而产

生的。拥有高声誉的社会组织，在一个具体情境中更容易建立情境合法性。其次，

相对总体合法性，情境合法性的稳定性更低。也就是说，它极容易受到小环境的影

响，比如，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因为有机农业等项目的失败和与村干部之间关系的

紧张，Ｐ组织在平村的情境合法性像过山车一样急转直下。最后，情境合法性具有

很大的独立性，即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区域经济的阻隔，一个社会组织在各地的

情境合法性往往暂时是相互独立的。借用曹正汉 “分散烧锅炉”① 这个比喻，一个

社会组织在一地失去了情境合法性，并不会立即影响到这个组织的声誉和总体合法

性，即 “烧坏”一两个 “锅炉”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但是，如果很多 “锅炉”出

了问题，这个组织的总体合法性和声誉势必会受到损害。

情境合法性对社区项目的维系至关重要。关于情境合法性的来源，我们探讨

了社会组织的绩效表现及其同基层权力精英关系的和谐程度这两个方面。情境合

法性概念之所以有提出的必要，是因为它除了能够反映客观事实之外，还强调民

众对绩效表现的评估以及基层权力精英对社会组织的认可。也就是说，一个社区

项目的可持续性，一方面是由社会组织所创造的客观事实决定的，同时也受到情

境中的人的感知和评价的影响。事实上，在平村项目实践中，Ｐ组织决定离场，

更主要是因为村民的冷淡和村干部的排挤。所以，本文提出情境合法性的概念，

除了要说明客观的绩效表现和社区关系维持的重要性外，也强调民众与精英的主

观评价的作用。

Ｐ组织在平村的项目实践及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建设的现状。

一方面，有些社会组织虽然具有很高的声誉，但它们的声誉往往是因为历史的原因
（如先行者优势）获得的，其实力可能并不强大，甚至形成 “好声誉、弱组织”的强

烈对照。这样，社会组织虽然可以获得项目，但会因为实力不济而无法长期保持良

好的绩效表现，最终影响情境合法性的维持与项目的维系。另一方面，社会组织

·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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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曹正汉：《“分散烧锅炉”———中国官民分治政治体制的稳定机制探索》，《领导科
学》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生产社会”（即改造社会）的逻辑与 “社会的自我生产”的逻辑之间经常存在矛盾
与冲突。声誉很高的社会组织，往往有着 “生产社会”的理想，但是地方社会的自
我生产逻辑可能会限制这一抱负的施展， “生产社会的目标可能会在组织实践中落
空”。① 当社会组织 “生产社会”的逻辑与地方社会的自我再生产的逻辑发生很大冲
突时，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难以维持，其项目也无法持续开展。

这一研究旨在通过深入的案例研究，提出原创性的概念，初步探索相关的机制，

对将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社会组织要在社会建设过程中
切实发挥作用，必须充分尊重地方现实情况，提出可行的社会项目；社会组织要使
一个项目具有可持续性，必须赢得项目环境中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这也就
是本文所说的情境合法性。

将来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深化：（１）进一步拓展情境合法性这一
概念，分析影响情境合法性的其他因素；（２）通过其他案例研究，探讨声誉较低的
社会组织如何建立和维系情境合法性；（３）研究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与其他合法
性之间的关系。这几方面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评估社会组织的实践，更好
地促进基层的社会建设。

〔责任编辑：刘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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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飞宇、储卉娟、张闫龙：《生产 “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以一个ＮＧＯ的
扶贫困境为例》，《社会》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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